新《春秋》学与中晚唐史学褒贬义例的运用 by 吴海兰
2018 年第 3 期 史学史研究 No． 3，2018
总 171 期 JOUＲNAL OF HISTOＲIOGＲAPHY Serial No． 171
新《春秋》学与中晚唐史学褒贬义例的运用
吴海兰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唐代宗大历年间，新《春秋》学兴起，其积极回应现实需要，在学术文化方
面产生一定的影响。中晚唐时期的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效
法《春秋》治史、讲究褒贬义例逐渐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纪传体史书受到了褒贬义例的
渗透，《春秋》褒贬大义影响了史家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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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大历以后，学术界出现一批研究“五经”的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
赵匡、陆质《春秋》，施士丐《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苣讲《礼》，章廷、薛伯高、徐润并通经。”①
唐代经学在《五经正义》定于一尊后沉寂多年，至此终于开始跳出官学的藩篱，出现了敢于抒发己
见的学派。其中以啖助、赵匡为先驱，由陆淳集其大成的新《春秋》学派在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
新《春秋》学对唐代史学的影响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②，但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新《春秋》学对唐
代中后期史学褒贬义例运用的影响，就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唐代新《春秋》学概述
新《春秋》学兴起的社会背景，正是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朝廷威势一落千丈的现实。所谓“拨乱
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③，既然《春秋》具备这一救世道、挽人心的功能，那么必然会受有识之士
的青睐。但唐初修纂《五经正义》，《春秋》取《左传》杜预注，科举取士也以《左传》为大经，《公羊
传》、《榖梁传》为小经，这直接导致唐前期的学子仅知《左传》，不问《公》《榖》;只知史事，不懂义
理。且《左传》本身以史书为特质，鲜有发挥经义者，对现实政治的指导意义远不如《公羊传》。杜
预注将《春秋》界定为史书，称其为“鲁史记之名也”④，完全不提其蕴含大义，《左传》几乎成了《春
秋》的同义语，甚至《左传》之传义被直接说成是“春秋”之义。⑤以《左传》为主的《春秋》学无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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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现实的需要，经典必须予以新的解读，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新《春秋》学因之而兴起。
啖助淹博经术，尤深于《春秋》，考核三传同异长短，历经 10 年著成《春秋集传》、《春秋统例》，
书已佚，遗说散见于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赵匡曾补订啖助的著作，并自撰《春秋阐微纂类义
统》，书也已失传，遗说被陆淳保存于《春秋集传纂例》中。陆淳师事啖助，与赵匡为友，综合二人之
说，撰《春秋集传纂例》10 卷、《春秋微旨》3 卷、《春秋集传辨疑》7 卷。
新《春秋》学对现实的回应，从赵匡对明经弊端的揭露中可见其端倪:“疏以释经，盖筌蹄耳。
明经读书，勤苦已甚，其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
人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①“当代礼法”主要体现在“贵识其安上治民之大体……学者当求其
远大”。②啖助、赵匡与陆淳对《春秋》的宗旨提出了新认识，虽然不完全一致，但都否认《春秋》完全
恪守周礼，申明《春秋》是为了救乱世，革薄礼，尊王室，正陵僭。如啖助认为东周“王纲废绝，人伦
大坏”，《春秋》因时纠偏，“救周之弊，革礼之薄”，“拨乱反正，归诸王道”。③赵匡提出动乱爆发后，
周礼无能为力，《春秋》可以弥补其不足，“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④陆淳强调
《春秋》“不全守周典”，而贯穿着“尧舜之心”、“三王之道”。⑤他们都非常强调《春秋》的经世功能。
为了尊王室，啖、赵都注意突出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啖助说“伤主威不行，下同列国，首王正
以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不书战以示莫敌;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崇高。”⑥赵匡则
直接宣扬“天子大夫士虽微，亦在诸侯上，尊王室也”。⑦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中央权威受到严重削
弱，各藩镇节度使雄踞一方，礼制已形同虚设，因此“正僭陵”就成为“尊王室”的必要补充。“正陵
僭”主要体现为反对诸侯霸业，尤其反对诸侯会盟、恃强凌弱。啖助宣扬:“天下有道，诸侯各守疆
域，非有王事，未尝敢自出其竟。”⑧赵匡提出“诸侯结盟，本非正道，有何合礼”⑨，霸主“当以讨罪正
邪为心”。瑏瑠 他们尤其反对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吞并。赵匡说:“诸侯无王命入人之国，罪已大矣。又
使大夫守之，不容诛矣。”瑏瑡陆淳也说:“诸侯之大夫，取他国之邑，相与而城之，非正也。”瑏瑢
赵匡、陆淳等还回应了当时朝堂的改革呼声:“国之所以树者，法制也，法制所以限尊卑，诸侯
而行天子之礼，非周公之意也，其用乎庄，又僭也”。瑏瑣针对法制遭破坏的现实，赵匡提出:“法者，以
保邦也，中才守之，久而有敝，况淫君邪臣从而坏之哉?故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察其
所革，而兴亡兆矣。”瑏瑤陆淳还将赵匡的改革思想付诸政治实践，与王叔文、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
吕温等结为“死交”，直接参加了“永贞革新”。但陆淳不久便去世，“道之存也以书，不及施于
政”。瑏瑥不过，他的著作却在革新派中流传开来，尽管“永贞革新”以失败而告终，但新《春秋》学因受
革新派推崇而流传于世，瑏瑦并对学术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史学方面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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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秋》学派与唐代古文家关系密切，当时“凡以古文名者，莫不与异儒共声气。”①“异儒”指
的就是啖、赵、陆等人:“(陆)质有经学，尤深于《春秋》，少师事赵匡，匡师啖助。②助、匡皆为异儒，
颇传其学，由是知名。”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文家中有部分人曾任史官之职。如萧颖士(717 ～
768)曾被史官韦述推荐“召诣史馆待制”④。李翰(生平不详)在天宝末年被“荐为史官，宰相不肯
拟”。⑤柳冕(734? ～ 805)“世史官，父(笔者注:柳芳)子并居集贤院，历右补阙、史馆修撰。”⑥沈既
济(约 750 ～ 800)“史笔尤工”，建中初杨炎为宰相，“荐既济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⑦韩
愈(768 ～ 824)也曾任史馆修撰。⑧李翱(772 ～ 844)在元和初，“转国子博士、史馆修撰”。⑨此外，有
一些古文家虽未担任史职，却对修史也比较感兴趣，如李华(715 ～ 766)、皇甫湜(约 777 ～ 835)、刘
轲(约 782 ～ 840瑏瑠)与孙樵(约 825 ～ 885)等，他们有意识地将《春秋》大义贯彻于史学活动中，从而
直接影响了中晚唐史学的面貌，其中最引人注目者，一是修史讲褒贬义例成为众多史家的共识，二
是褒贬义例在史学活动中得到普遍运用。
二、讲究“褒贬义例”成为中晚唐史学的共识
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的《史通》，曾在总结古往今来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后，提出“所
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左传》“释经”的方式是“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
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对于微言大义罕有发明。至于《汉书》，体例“皆准子长”。司马迁的《史
记》“言罕褒讳，事无黜陟”，瑏瑡《汉书》与其如出一辙，《春秋》的褒贬大义几乎被人遗忘。
唐代官修史书成为定制，在开国后的四十余年内，完成了八部纪传体史书。关于修撰史书的目
的，唐高祖表示“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瑏瑢唐太宗强调“朕睹前代史书彰善
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瑏瑣虽然“惩恶劝善”是修史目的之一，
但唐初君主更重视史书的借鉴功能。唐代中期以前的编年体，据《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记
载，有杜延业《晋春秋略》、张大素《隋后略》、吴兢《唐春秋》、柳芳《唐历》、韦述《唐春秋》等。瑏瑤后三
部是本朝史，都出自私撰。瑏瑥三书仍然沿袭《左传》的编纂方式，以年代顺序记载历史大事，与此无关
者一律不收，对微言大义更是缺乏关注。
开元二十九年(741)，萧颖士率先对此现象提出异议。他首先高度评价《春秋》:“托辞以示褒
贬，全身远害之道博，惩恶劝善之功大。”指出纪传体的不足:“其文复而杂，其体漫而疏，事同举措，
言殊卷帙，首末不足以振纲维，支条适足以助繁乱，于是圣明之笔削褒贬之文废矣。”但“后进因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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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第 228 页)中提出面对皇家垄断纪传体修撰，学人只能“微用编年之法”编纂史籍，并列
举高宗时期有刘允济《鲁后春秋》20 卷、中宗时元行冲《魏典》30 卷、丘悦《三国典略》30 卷。但三书在新、旧《唐志》及
《直斋书录解题》中多被收入“杂史”类，故体例存疑，未列入本文中。
具体参见《新唐书》之《吴兢传》、《柳芳传》、《韦述传》。
学犹不及”，唐初八史可谓集中体现。虽然自东汉末年荀悦的《汉纪》开始，编年体时有著述，却并
不足以与纪传体分庭抗礼。他试图吸收《春秋》三传的长处，中兴编年体:
思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①，起于汉元十月，终于义宁二年，约而删之，勒成百卷，应
正数者。举年以系代，分土宇者，附月以表年。于《左氏》取其文，《榖梁》师其简，《公羊》得其
核，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扶孔、左而中兴，黜迁、固为放命。②
可惜未见成书，宏愿终成泡影。
李华也主张史书应承担起褒贬惩劝的职责:“文之大司，是为国史，职在褒贬惩劝，区别昏明”，
并大力赞扬孔子与左丘明的修史之功:“因历象以正时，元假鬼神而讨有罪，善人劝焉，滛人惧焉，
百代之英，所由用也。”③宗子李翰十分推崇以《春秋》大义来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功过，“昔夫子制
《春秋》，明褒贬，齐桓将封禅，略而不书;晋文公召王河阳，书而讳之;盖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禅
之过也。”强调史书应“遏恶扬善”，为御史中丞张巡撰写传记一卷，“有善必纪，无微不录”，④希望
以后能被收入史书。
或许正是因为萧颖士、李华、李翰诸人都主张史书应褒善贬恶，柳芳的《唐历》与其背道而驰，
“不立褒贬义例，为诸儒讥讪。”⑤此处的“诸儒”很有可能就是萧、李等人。因柳芳与萧颖士、李华、
邵轸、殷寅、颜真卿、陆据等“同志友善，故天宝中语曰:‘殷颜柳陆萧李邵赵，以其重行义，敦交道
也。’”⑥但“不立褒贬义例”仍是当时通行的做法，如与柳芳大约同一时期的陆长源(? ～ 799)著
《唐春秋》六十卷，⑦也并未强调褒贬惩劝。⑧说明萧颖士的主张虽然在古文圈内略有应和，但毕竟
远未形成气候，甚至作为友人的柳芳都未接受。直到新《春秋》学因受革新派推崇而广泛流传，并
借助于科举扩大了影响，效法《春秋》治史才逐渐发展成为一股潮流。
柳冕的史学思想与萧颖士比较接近，但又不尽相同。如关于孔子修《春秋》，柳冕大力称许其
“明天道，正人伦，助治乱”，同时批评司马迁编撰史书时舍弃了“凡例褒贬”:
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此儒之罪也。……夫圣人之于
《春秋》，所以教人善恶也。修经以志之，书法以劝之，立例以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学
也。苟不以其道示人，则圣人不复修《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则后世不复师圣人矣。故夫
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春
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于经也。⑨
柳冕认为史书要“求圣人之心”，“书圣人之法”，应该坚持“凡例褒贬”。
德宗建中元年(780)七月，左拾遗史馆修撰沈既济上疏，提出:
史氏之作，本乎惩劝。以正君臣，以维邦家。前端千古，后法万代。使其生不敢差，死不
忘惧。纬人伦而经世道，为百王准的。不止属辞比事，以日系月而已。故善恶之道，在乎劝诫。
劝诫之柄，在乎褒贬。是以《春秋》之义，尊卑轻重，升降几微，髣佛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瑏瑠
沈既济的看法，明显与新《春秋》学接近。沈既济与陆淳同为吴郡人，曾同受杨炎的牵连而被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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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通典”，应为书名，只是后来的文献中几乎没有出现此名，如《新唐书》卷 202《萧颖士传》曰:“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
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王应麟《困学纪闻》卷 14《考史》说“其书今无传焉。略见于本传，而不著《通典》之名。”
萧颖士:《萧茂挺文集·赠韦司业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72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李华:《李遐叔文集》卷 3，《著作郎壁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72 册。
李翰:《进张巡中丞传表》，载姚铉《唐文粹》卷 25，《四部丛刊初编》第 317 册，上海书店 1989 年版。
《新唐书》卷 132，《柳芳传》。
《旧唐书》卷 187 下，《赵晔传》。
《新唐书》卷 58，《艺文志》。
孙樵:《孙可之集》卷 5，《孙氏西斋录》，《四部丛刊初编》第 128 册，上海书店 1989 年版。
柳冕:《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载姚铉《唐文粹》卷 82，，《四部丛刊初编》第 317 册。
王溥:《唐会要》卷 63，《修国史》，中华书局 1955 年版。
中四年(783)德宗避难奉天，陆贽向德宗举荐的良才中就有陆淳与沈既济。①说明陆、沈的政治倾向
比较一致。此外，沈既济与萧颖士之子萧存交好，史载萧存“亮直有父风，能文辞，与韩会、沈既济、
梁肃、徐岱等善。”②沈既济撰有《建中实录》，凡例有五:“举终必见始，善恶必评，月必举朔，史官虽
卑，出入必书，太子曰薨”。③“善恶必评”，正是遵循其所主张的《春秋》大义。
韩愈在贞元十一年(795)④曾表示欲“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所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
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⑤元和八年(813)，他说“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
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显然都是认可《春秋》的褒贬大义。但他又提
出“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⑥韩愈对修史如此前后矛盾的态度，实有
不得已的苦衷:因为永贞时事多涉及顺宗与宪宗之间的皇权斗争，甚至弑君之隐秘，此时撰史，风险
甚大。人祸天刑之说，实是韩愈的愤激之言。⑦其作《顺宗实录》，“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
录，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备书。”⑧“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以阉官恶其书禁中事切直
故也。”⑨他坚持褒贬人主，并未妥协。
皇甫湜、李翱作为韩愈的弟子，也继承了其强调褒贬的思想，但他们反对拘泥于编年一体。皇
甫湜说:
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历代论者以迁为率私
意，荡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湜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
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瑏瑠
他不赞成前人对司马迁的批评，并反对形式上的模拟，认为采用编年抑或纪传，是依据时代和个人
才能而定，并无固定的模式。李翱表示“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臣贤士事业，载
奸臣佞人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瑏瑡他对唐代国史极为不满，认为“唐有天下，圣明继于周
汉，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晔、陈寿所为，况足拟望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之文哉?”他声称将师法孔
子与韩愈，撰写《唐书》，坚持褒贬人物、品评是非:“欲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
天下公是公非为本，群党之所谓为是者，仆未必以为是，群党之所谓为非者，仆未必以为非。使仆书
成而传，则富贵而功德不著者，未必声名于后;贫贱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于无穷。韩退之所谓诛
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翱心也。”瑏瑢
文宗时，被人称为“文章与韩柳齐名”瑏瑣的刘轲撰《三传指要》，主张会通三传来研究《春秋》，反
对舍经习传，瑏瑤这正是新《春秋》学的研究路数。他对前人的经史研究均不甚满意，表示自东观至武
德以来，“无闻良史”，因此他“欲以《春秋》条贯，删补冗阙，掇拾众美，成一家之尽善”瑏瑥，撰写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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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陆贽集》卷 14，《奉天荐袁高等状》，王素点校本，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新唐书》卷 202，《萧颖士传》。
王尧臣:《崇文总目》卷 2，《实录类》，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阎琦:《试论韩愈的人生价值取向———从几篇韩愈少作谈起》，收入《唐代文学研究识小集》，三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3
页。
韩愈:《韩昌黎文集》卷 3，《答崔立之书》，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
韩愈:《韩昌黎文集》文外集上卷，《答刘秀才论史书》。
秦蓁:《韩愈修史———以〈答刘秀才论史书〉为中心》，《史林》2003 年第 2 期。
韩愈:《韩昌黎先生文集》卷 8，《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 4，《起居注类》，徐小蛮等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 2，《编年纪传论》，《四部丛刊初编》第 119 册，上海书店 1989 年版。
李翱:《李文公集》卷 10，《百官行状奏》，《四部丛刊初编》第 119 册。
李翱:《李文公集》卷 6，《答皇甫湜书》，《四部丛刊初编》第 119 册。
王定保:《唐摭言》卷 11，《反初及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刘轲:《三传指要序》，姚铉《唐文粹》卷 95，《四部丛刊初编》第 319 册，上海书店 1989 年版。
刘轲:《与马植书》，姚铉《唐文粹》卷 82，《四部丛刊初编》第 319 册。
能体现“圣贤之心”①的通史，只是可能没有成功。②此外，皇甫湜的再传弟子③孙樵因不满于陆长源
的《唐春秋》“乃编年杂录”，对该书做了一番改编:“因掇其体切峭独可以示惩劝者，掷其丛冗秃屑
不足以警训者，自为十八通书，号《孙氏西斋录》。”该书义例如下:“首庙号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
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荡戮凶回，有所鲠避，则微文示讥;无所顾慄，则直书志慝。”④这与其
《与高锡望书》中所讲的“夫史家条序人物，宜存警训，不当徒以官大宠浓，讲文张字，故大恶大善，
虽贱必纪，尸生浪职，虽贵得黜”⑤的记人原则是一致的，都是要效法《春秋》来著史，褒善而贬恶。
自萧颖士倡导复兴编年体，并要注重褒贬劝诫后，他的主张得到一部分古文家的支持，尤其在
新《春秋》学兴起后，影响进一步扩大。效法《春秋》治史、讲褒贬义例逐渐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这
是唐代中后期史学的重要变化。
三、褒贬义例在中晚唐史学中的运用
因受新《春秋》学的影响，唐代中后期的史家十分重视褒贬义例，并有意识地运用于史学活动
中。下面拟就褒贬义例向纪传体的渗透、褒贬义例对史事与人物评价的影响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1．褒贬义例向纪传体的渗透
编年体虽更早出现，但自《史记》、《汉书》等纪传体问世以后，仿效者蜂起，“世有著述，皆拟班、
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⑥唐初以纪传体修八部前朝史，表明这种体裁已占
据主导地位。范晔曾比较二体长短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
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⑦可以说是代表性的看法。唐初
史家不仅在《隋书·经籍志》史部中首列正史，次列古史(编年)，而且对以编年著书者如干宝、孙盛
等也有微词:“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⑧中唐时期的刘知幾与官方史学立场略有不同，
认为两种体裁各有所长，彼此都不能取而代之。
萧颖士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竟然公开抨击纪传体导致“圣明之笔削褒贬之文废矣”，⑨ 这自
然是为其复兴编年体而立论，在当时应该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李华说他“志与时多背，恒见诟于
人”瑏瑠。李华虽然也赞同史书应注重褒贬劝诫，但他对纪传体没有负面看法，对唐初所修五代史也
极力吹捧:“天子亲秉笔削，与《春秋》合符，巍巍乎史氏之光耀也”。瑏瑡他还评价萧颖士“贬恶太亟，
奖善太重”，瑏瑢可见他不太认同萧颖士褒编年而贬纪传的做法。
柳冕肯定孔子修《春秋》“记言事以为褒贬”，并据此批评司马迁擅自变古，不“本于儒教以一王
法”，但他仍承认司马迁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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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轲:《三传指要序》，载姚铉《唐文粹》卷 95，《四部丛刊初编》第 319 册。
《新唐书》卷 58《艺文志》载其另著有《帝王历数歌》一卷，史部伪史类。《直斋书录解体》卷 4 载其《帝王照略》一卷，编年
类，陈振孙说“唐志及《馆阁书目》有刘轲《帝王历数歌》一卷，疑即此书也。”《宋史》卷 203《艺文志》还载其有《唐年历》一
卷，与《帝王历数歌》都属于别史类。刘轲《与马植书》中说著有《汉书右史》十卷、《隋监》一卷，《三禅五革》一卷;刘轲
《上座主书》中还说自己著有《十三代名臣议》十卷，可见其史著甚丰，但后四书都不见于新、旧《唐志》及以后的目录学著
作，因此四书的性质不清楚，初步判断都不是通史。
《孙樵集》卷 2，《与王霖秀才书》中说“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
该书同卷《与友人论文书》也有类似表达。
孙樵:《孙樵集》卷 5，《孙氏西斋录》，《四部丛刊初编》第 128 册。
孙樵:《孙樵集》卷 2，《与高锡望书》，《四部丛刊初编》第 128 册。
《隋书》卷 33，《经籍志二》，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隋书》卷 58，《魏澹传》引范晔语。
《晋书》卷 82，《陈寿等传》，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萧颖士:《萧茂挺文集·赠韦司业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72 册。
李华:《李遐叔文集》卷 2，《三贤论元鲁山、萧颖士、刘迅》，《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72 册。
李华:《李遐叔文集》卷 3，《著作郎壁记》。
李华:《李遐叔文集》卷 2，《三贤论元鲁山、萧颖士、刘迅》。
迁虽不得圣人之道，而继圣人之志，不得圣人之才，而得圣人之旨，自以为命世而生，亦信
然也。……噫!迁承灭学之后，修废起滞，以论天人之际，以通古今之变，而征迁叙事，广其所
闻，是轩辕之道不灭矣。推而广之，亦非罪也。
柳冕又提出“以迁之雄才，奋史笔，不虚美，不隐恶，守凡例而书之，则与左氏并驱争先矣。”①认为
《史记》只有遵循《春秋》褒贬凡例，才足以与《左传》并驾齐驱，说明柳冕对纪传体还是有所保
留的。
皇甫湜偏好纪传体，他认为“编年记事，束于次第，牵于混并，必举其大纲，而简序事，是以多阙
载，多逸文”;纪传体“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更为全面可取，所以编年体的衰落是势之必然。
即使有《汉纪》、《宋略》等编年体著作相继面世，也是“强欲复古”，“然其善语嘉言，细事详说，所遗
多矣。如览正史，方能备明”，因此，皇甫湜提出“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制，同《春秋》之是非，
文敌迁固，直如南董，亦无上矣。”②至于其他形式上的模拟，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李翱附和皇甫
湜的看法，试图“用仲尼褒贬之心”③来“笔削国史，成不刊之书”，可见也是倾向于纪传体。
刘轲说“自《史记》、《班汉》已来，秉史笔者，予尽知其人矣”，并如数家珍，罗列自汉至唐代的
史家:
言东汉有若陈宗、尹敏、伏无忌、边韶、崔实、马日碑、蔡邕、卢植、司马彪、华峤、范晔、袁宏;
言国志有若卫顗、缪袭、应璩、王沈、傅玄、茅曜、薛茔、华覆、陈寿;言晋洛京史有若陆机、束皙、
王诠、诠子隐;言江左史有若邓粲、孙盛、王韶之、檀道鸾、何法盛、臧荣绪;言宋史有若何承天、
裴松之、苏宝圭、沈约、裴子野;言齐史有若江文通、吴均;言梁史有若周兴嗣、鲍行卿、何之元、
刘璠;言陈史有若顾野王、傅宰、陆琼、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国史有若崔鸿;言魏史有若邓渊、
崔浩、浩弟览、高允、张伟、刘横、李彪、邢峦、温子昇、魏收;言北齐史有若祖孝徵、陆元规、汤休
之、杜台卿、崔子发、李德林、林子百药;言后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言隋书有
若王师邵、王胄、颜师古、孔颖达、于志宁、李延寿;言皇家受命有若温大雅、魏郑公、房梁公、长
孙赵公、许敬宗、刘胤之、杨仁卿、顾胤、牛凤及刘子玄、朱敬则、徐坚、吴兢，次而修者亦近在
耳目。
在刘轲看来，以上史家的著述，有编年，也有纪传，虽各有创新，但缺乏“班马之文质、董史之遗
直”，更未能体现“圣人之道”，都不能令人满意，故而想“掇拾众美，成一家之尽善”，④以《春秋》大
义综合诸书另撰一部通史。他没有说明是采用编年还是纪传，从其对“班马”“迁固”的提及频率与
认可态度来看，大约表明他并未否定纪传体。
受新《春秋》学的影响，唐代中后期很多学者接受了编撰史书应当贯彻褒贬义例的观念，但除
了萧颖士坚持要以编年体修史外，其他的学者基本没有排斥纪传体，而仅是接受了纪传体也要讲求
褒贬劝诫的思想，这表明唐代纪传体在完全具有压倒性下优势的前提下，也未能抵制褒贬义例的渗
透。此外，前文还提及沈既济撰写《建中实录》，主张“善恶必评”，可见实录体也受到了影响。
2. 褒贬义例对史事与人物评价的影响
新《春秋》学讲褒贬大义，还影响了学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判。
前文提及，萧颖士的《历代通典》是一部最终未能完稿⑤的编年体通史，关于该书的大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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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翱:《李文公集》卷 6，《答皇甫湜书》，《四部丛刊初编》第 119 册。
刘轲:《与马植书》，载姚铉《唐文粹》卷 82，《四部丛刊初编》第 319 册。
李华《李遐叔文集》卷 2《三贤论》中说:“萧(颖士)以史书为烦，尤罪子长不编年陈事而为列传，后代因之，非典训也，将正
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后，非训齐生人，不录次序，缵修以迄于今，志未就而殁。”明确说明《历代通典》未能完稿，新、旧
《唐志》及后来的目录著作都没有收录该书，似也可以证实其说。
《新唐书》中略有记载:
(萧颖士)尝谓:“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
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在魏书高贵
崩，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在梁书陈受禅，曰:“陈霸先反。”又自梁枝孙，而宣帝逆取顺守，
故武帝得血食三纪;昔曲沃篡晋，而文公为五伯，仲尼弗贬也。乃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
德，皆自断，诸儒不与论也。①
萧颖士依据《春秋》褒贬大义，重新书写历史。如魏晋鼎革，高贵乡公曹髦的结局，在《三国志》中仅
记载其于甘露五年(260)年二十而卒，②死因未详。只有结合裴松之注所补充的习凿齿《汉晋春
秋》，才知道曹髦欲讨伐司马昭，后被武士成济弑杀。萧颖士对此记载相当不满，仿效《春秋》书曰
“司马昭弑帝于南阙。”此外，梁、陈之际的禅代，正史中的记载也多隐晦不明。《梁书》中记载说:太
平二年(557)，梁敬帝萧方智“逊位别宫，敬禅于陈，一依唐虞、宋齐故事。”陈霸先即位后，“奉帝为
江阴王，薨于外邸，时年十六，追谥敬皇帝”。③《南史》中的相关记载基本雷同。《陈书》中也是一派
禅让之风:“梁帝逊于别宫。高祖谦让再三，群臣固请，乃许。”④关于梁敬帝的死亡，也是模糊带过。
仅《南史》中才有详细的记载:“梁敬帝在内殿，师知常侍左右。及将加害，师知诈帝令出，帝觉，遶
床走曰:‘师知卖我，陈霸先反。我本不须作天子，何意见杀?’师知执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报
陈武帝曰:‘事已了。’”⑤萧颖士直接改记为“陈霸先反。”
萧颖士从《春秋》褒贬大义的角度出发，反对“叙事依违”，强调直书与实录，这无疑值得肯定。
但是，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笔法主观性太强，史家自身极易陷入为一己私利辩护的泥淖，萧颖
士也未能幸免。关于陈朝地位的评价就体现了这一点。陈霸先病逝(559 年)后，其侄陈文帝陈蒨
即位，陈蒨死(566 年)，遗诏太子陈伯宗继位，但次年被文帝弟陈顼废，陈顼自立为陈宣帝。对于陈
氏家族内部的皇位篡夺，萧颖士也是颇有看法的:“宣帝逆取顺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纪”，并指出历
史上其实曾有过类似事件，即“曲沃篡晋”。晋国庶系曲沃武公在杀死三位嫡系晋侯后，尽并晋国
土地，被周天子承认为晋君。后来武公之孙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公元前 632 年在践土与诸侯
会盟，名义上在此朝见周襄王，实是以此确定自己的霸主地位。《春秋》记载说:“天王狩于河阳。”
孔子对此仅做了隐讳的记录，没有贬责晋文公。萧颖士似乎表现出比孔子更为严格的褒贬立场，
“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以此表达对陈、隋两朝皇族内部嫡庶不明、终成乱阶的否定态度。
萧颖士的看法在当时仅有萧梁名将王僧辩的裔孙、太原王绪响应，王绪撰《永宁公辅梁书》，“黜陈
不帝”，得到萧颖士的支持。萧氏还为此另著《梁萧史谱》及《梁不禅陈论》“以发绪义例，使光明
云。”⑥“以唐土德承梁火德”是唐代德运问题讨论和争议中影响力最小的一种，⑦还因为萧、王二人
的南朝后裔身份，被当代学者视为“为梁辩护之私说，非出天命人心之公。”⑧萧颖士虽秉持《春秋》
大义，却存其小而遗其大，忽视陈霸先的克敌卫国、存亡续绝之功，故而难以令人信服，且萧颖士与
王绪的看法本身也不符合历史的客观面貌，确有牵强附会之嫌。由此也可知，《春秋》褒贬义例对
其萧颖士的影响，并不全是积极正面的。
此后，皇甫湜对萧颖士的看法既有继承，但更多修改。他提出“陈氏自树而夺，无容于言，况隋
92
史学史研究 2018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新唐书》卷 202，《萧颖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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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博:《唐代德运之争与正统问题:以“二王三恪”为线索》，《中国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汪文学:《正统论:发现东方政治智慧》，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1 页。
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尧、舜，得
天统矣。”①皇甫湜认为唐代历运承袭周、隋，这符合唐初及玄宗初期官方的立场，②但他与萧颖士一
样，不承认陈的正统地位。此外，皇甫湜还对北魏与东晋孰为正统的问题提出了看法:
恵帝无道，群胡乱华，晋之南迁，实曰元帝。与夫祖乙之圯耿，盘庚之徙亳，幽王之灭戏，平
王之避戎，其事同，其义一矣。而拓跋氏种实匈奴，来自幽、代，袭有先王之桑梓，自为中国之位
号，谓之灭邪?晋实未改;谓之禅邪，已无所传，而往之著书者，有帝元，今之为录者，皆闰晋，可
谓失之远矣。③
唐玄宗天宝七年 (748)下诏，将北魏帝胄立为三恪，表明唐朝开始正式承认北魏的正统合法地
位，将其纳入唐正统渊源序列。虽然此后曾有变动，但天宝十二年(753)以后，隋、北周、北魏后再
次被确立为“二王三恪”，这一正统渊源的合法性构建最终得以确立，终唐之世，不复更改。④皇甫湜
对这一官方正统的传承谱系提出了不同意见:
或曰元之所据，中国也。对曰: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
于地哉?……晋之南渡，人物攸归，礼乐咸在，风流善政，史实存焉。魏氏恣其强暴，虐此中夏，
斩伐之地，鸡犬无余，驱士女为肉篱，委之戕杀，指衣冠为刍狗，逞其屠刈，种落繁炽，历年滋多。
此而帝之，则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饿，忍食其粟，而立于朝哉?至于孝
文，始用夏变夷，而易姓更法，将无及矣。且授受无所，谓之何哉?
皇甫湜从文化的角度来解读“中国”，认为即使占有中原的土地，也不代表就是“中国”。东晋
虽然偏安一隅，却保存了华夏文明;北魏则以武力手段横行于世，即使孝文帝推行改革，“用夏变
夷”，也改变不了野蛮不识礼义的本性。何况其得国不正，“谓之灭邪?晋实未改;谓之禅邪，已无
所传”，因此，他下结论道:“陈奸于南，元闰于北，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⑤他将东晋、宋、齐、梁
与北周、隋、唐的历史演进连接为一个传承系统，否认陈的历史，自然也和萧颖士一样，存在无法自
圆其说的漏洞，尤其是没有对“周取之梁”做任何说明，这也是一个重大缺陷。
此外，沈既济因受新《春秋》学的影响，反对为武则天立本纪。德宗建中(780 ～ 783)年间，沈既
济“以吴兢撰《国史》，以则天事立本纪，奏议非之”。⑥他强调史书应以惩劝为本，以“正君臣”、“维
家邦”，而“劝诫之柄，存乎褒贬”，所谓《春秋》大义，“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⑦，绝对不可轻忽。
他肯定武则天当皇后期间辅政功劳很大，但后来废中宗，立睿宗，进而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都是
属于篡夺皇权的行为。武氏晚年重病期间，大臣拥立中宗复位，才恢复大唐国号，武则天死前遗制
称“则天大圣皇太后，去帝号”，“祔乾陵”。⑧自中宗到玄宗，武则天的名号一再变更，天宝八年
(749)加谥“则天顺圣皇后”⑨就一直沿用，武则天的帝王身份被否定了。瑏瑠在这样的基调下，沈既济
提出应该给武则天“正名”。他指出吴、楚、越之君称王者达百余年，《春秋》仅书为“子”，武则天
“安可横绝彝典，超居帝籍?”而且，她废大唐历数，用周正朔;废李氏太庙，立周七庙，革鼎命，易徽
号，殊服色，“安得以周氏年历而列为《唐书》帝纪?征诸礼经，是谓乱名。”所以，唐代国史不应给武
则天立本纪，当称之太后。中宗虽被废，但“体元继代，本吾君也，史臣追书，宜称曰‘皇帝’，不宜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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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 149，《沈传师传附沈既济传》。
《新唐书》卷 76，《则天武皇后传》。
《新唐书》卷 4，《则天皇后本纪》。
韩宏韬:《武则天入纪公案与“正统”论》，《文史哲》2014 年第 6 期。
‘庐陵王’。”沈既济主张严格按照名分来记载这一段历史，并强调“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举，则是
非褒贬，安所辨正，载笔执简，谓之何哉?”他还指出虽然《史记》《汉书》中为吕后立本纪，但与武则
天的情况并不相同，“昔高后称制，因其旷嗣，……无迁鼎革命之甚。况其时孝惠已殁，孝文在下，
宫中二子，非刘氏种，不纪吕后，将纪谁焉?”那么武则天期间的历史该如何系年呢?沈既济主张仿
照《春秋》“公在乾侯”例来记载，因为中宗“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所以
他建议将《天后纪》与《孝和(中宗)纪》合并，“每于岁首，必书孝和所在以统之，书曰某年春正月，
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则纪称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礼不违常;名礼两
得，人无间矣!”至于武则天的个人具体情况，则入《皇后传》，题曰“则天顺圣武后。”①沈既济的看
法在当时虽受史家称赞，但并未被官方采纳，到宋代才产生广泛影响。②
孙樵的《孙氏西斋录》在新《春秋》学的影响下，对唐代历史人物与事件也做了改写和新评价。
如书“高祖杀太子建成”，目的是“黜功循爱，讥失教也。”因为太宗立下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却立
建成为太子，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导致建成被杀。书“李勣立皇后武氏”，目的是“忘谏赞慝，惩废
命也。”因为李勣为顾命大臣，倘若坚谏不夺，高宗不敢立武氏为后。将废王皇后配祀高宗，目的是
“登嫌黜冢，不可谓顺，予惧后世疑于禘祼也。”因为高宗立武后，武氏“乃贞观侍女，何以列昭穆?
故时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于禘祼矣。”此处将武则天才人的妃嫔身份改为“侍女”，明显有避
讳之意。另外“条天后擅政之年，下系中宗”，目的是“紫色闰位，不可谓正。予惧后世牵以称临
也。”因为“女子不得改元者，政也。”另如书“张守珪以安禄山叛”，目的是“贷刑怫教，稔祸阶也”。
因为安禄山是张守珪部将，安盗羊案发，张曲江令张守珪杀之，“守珪不从，卒使乱天下，故书张守
珪以安禄山叛”。此类记载，不一而足，孙樵总结道:
称天下杀者何?罪暴天下，示众与杀也。称天子杀者何?罪非其罪，示众不与杀也。臣或
不书卒者何?不以直终去卒，以示贬也。君或不书葬者何?不以正终去葬，以示讥也。惧怠去
瑞，示戒志沴，尚德必书贱，尸位则黜贵，皆所以驱邪合正，俾归大义。自注:按前所谓起王后配
天皇条，天后年号行事系于中宗之类是也。操实寘例以示惩劝，自注:前所谓李勣立皇后武氏，
张守珪以禄山叛之类是也。呜呼!宰相升沉人于十数年间，史官出没人于千百岁后，是史官与
宰相分挈死生权也。为史官者，不能忭直骨于枯坟，脔谄魄于下泉，磨毫黩扎，丛阁饱帙，岂国
家任史官意耶?③
“史官与宰相分挈死生权”之说，与唐代前期史官朱敬则有关。侍中韦安石尝读朱敬则所撰的史
稿，感叹说:“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
贤臣所以畏惧者也。”④孙樵认同这一说法，强调史官应直书善恶，发潜德之幽光，诛奸谀于既死。
孙樵以《春秋》大义重新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显然比萧颖士、皇甫湜、沈既济走得更远。
四、结语
安史之乱深刻影响了唐代中后期的政治与文化格局，北方经济凋敝，朝廷无力，藩镇割据，边防
空虚，针对这一系列的危局，朝野兴起政治改革的呼声。文化方面，也有大臣开始从科举兴盛、士风
不良的角度反思动乱出现的原因，一批古文家涌现，不仅主张变革浮华的文风，还倡导宗经复古，以
儒学作为治世的指导思想。新《春秋》学突破中唐以前经学侧重章句训诂的约束，不仅开创通学疑
古之风，①而且倡导恢复《春秋》学的经世功能，积极回应现实需要，倡导尊王室，正陵僭，反对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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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旧唐书》卷 149，《沈传师 附沈既济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 4，《起居注类》，徐小蛮点校本。王应麟:《困学纪闻》卷 6，《春秋》，栾保群等全校本，上海古
籍出版社 2008 年版。
孙樵:《孙樵集》卷 5，《孙氏西斋录》，《四部丛刊初编》第 128 册。
《新唐书》卷 115，《朱敬则传》。
霸业，否定藩镇割据，得到永贞革新派的推崇，借助于科举而扩大了影响。
新《春秋》学派与古文家之间或是师徒，或是友人，或是亲属，关系密切，部分古文家如萧颖士、
李翰已较为关注《春秋》及其微言大义，尤其又有一些古文家曾任史官之职，他们主动将《春秋》大
义贯彻于史学活动中，从而改变了中唐以后史学的面貌，效法《春秋》治史、讲褒贬义例逐渐成为很
多学者的共识。不仅如此，史家因重视褒贬义例，有意识地将其运用于史学活动中。一些学者接受
了纪传体也要讲求褒贬劝诫的观念，表明纪传体在完全具有压倒性下优势的情况下，也不能不接受
褒贬义例的渗透。《春秋》褒贬大义还影响了史家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评判，如萧颖士“黜陈闰隋，
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皇甫湜将东晋、宋、齐、梁与北周、隋、唐的历史演进连接为一个传承系统，否
认陈的历史;如沈既济反对为武则天立本纪;如孙樵《孙氏西斋录》对唐代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改写
和新评价等等，都是其体现。
新《春秋》学对史学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此前，史学的对象侧重探讨治乱兴衰、以史为鉴，
如今却偏向注重伦理道德，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评价占据主导，不仅史学的功能被缩减了，而且史学
强调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也遭到了一定的冲击，萧颖士、皇甫湜枉顾客观历史事实
所作出的论断，都证明了这一点。
唐代中后期史学受新《春秋》学的影响而出现新的变化，但史学总体走向衰落，如穆宗长庆二
年(822)，谏议大夫殷侑提出“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宏文馆宏文生，并试以《史记》、两
《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
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②这一新变未能蓬勃发展，直至宋代才产生较大的回响。
① 牛润珍、吴海兰、何晓涛:《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隋唐卷》，黄山书社 2004 年版，第 380 ～ 391 页。
② 王溥:《唐会要》卷 76，《三传三史附》。
A New Learning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tyle
of Passing Judgments on People and Events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Tang Dynasty
Wu Hailan
［Abstract］A new learning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rising in the Dali Era of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met the social needs and had influence on learning of the day，including the historiography． The
historians learned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so the style of passing judgments on people and
events by words in history were accepted by a lot of historians at that time． History presented in a series
of biographies was influenced by this style，and the style produced an effect on historians' judgments on
historical events and people．
［Key words］a new learning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historiography the middle and later
Tang Dynasty the style of passing judgments on people and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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